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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边缘性地位使他们

在生活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他们与城市

社会的融合显得十分必要。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

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 才能促使农

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 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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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民工: 城市外来型边缘性群体

111  边缘性群体的涵义及城市外来型边缘性群体产生的背景

边缘性群体( marginalized groups)是指游离于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以外的群体,其基本特点是由于

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而导致这一群体无法通过社会正规组织表达其利益诉求,来获得正常的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地位和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群体是弱质人群的集合。城市边缘性群体包括城市内

生型边缘性群体和城市外来型边缘性群体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城镇企业中停产半停产或破产企业的待岗职工;后者则主要是进城农民工,这也是本文关注的对

象。

自20世纪 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

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

理社会的多维转型。在市场经济导向改革仍是/现在进行时0的现实背景下, 计划经济时代乡城的城

乡二元结构没有根除,城市对乡城流入人口的偏见和歧视依然, 没有通过官方正式渠道/穿越-户籍

墙. 0的外来人口绝大多数只能在随城市繁华的车水马龙而/游动0的同时在边缘性的领域及空间里

/沉淀0为/外来边缘人口0。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出现了分离,由从/正式单位0中/游离0出来的都市

/内生边缘人0同体制内人口构成的城市亚二元结构随着改革和转型进程的推进而呈现与日俱增的强

化倾向。社会转型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逐步

推进以及社会法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 也加剧了一部分人群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 downward

mobility) , 并一步步走向边缘化。仅以广东省为例,截止 2001年 9月,外来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之一广

东省的农民工已突破 1000万人, 相当于该省总人口的 1/ 6。下文的分析表明,城市外来型边缘性群体

的边缘性特征较之于城市内生型边缘性群体更为明显。因此, 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边缘性现象值

得关注。

112  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边缘性特征

近20年来,农民工作为城市经济发展一支生力军,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们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然而, 无论是从工

作上还是生活上,他们都游离于城市正式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 成为典型的/边缘人0。他们的边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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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工作性质边缘性。农民工群体通常在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中国岗位就业, 因而工作状

态十分不稳定。其工作性质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往往很低, 收入来源单一且薪水很低, 而且不

享受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以安徽省为例, 其外出务工者从事体力工作的占到 7813%, 技术工占

1915%, 而中高层管理者微乎其微,只占 118%。
(2)居住分布边缘性。农民工在居住分布上的边缘性也体现得十分突出。由于市区和边缘地带

房价和房屋租金的差异性、消费水平的差异性, 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文化认同感和对平等的要求, 他们

大多选择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这里的人群与他们的境遇大致相同, 互相之间不会产生歧视性心理,

在心理上更加容易认同, 生活的经济成本也相对较低。

(3)社会地位边缘性。由于无城市居民户口、工作不稳定、无保障、收入低及其自身受教育程度低

等因素的交互影响, 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明显低于城市制度内生存的人群,绝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

且在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相对的向下流动的态势。

( 4)社会心态边缘性。由于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低下,农民工普遍自尊心和自信心偏低, 他们既

渴望拥有自尊和自信,又不得不选择忍耐和包容。他们渴望消费较为高档的商品, 又不得不在低收入

面前以低档消费品维持生计, 在消费心理上也处于日益萎缩和边缘化的状态。城市边缘性群体在相

当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牺牲品,在改革的效率和公平关系处理

上,注重效率必然会忽视公平。社会心理边缘性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缺乏对城市政治决策的参与机

会和难以获得公平公正待遇而产生的失落感和孤立感,他们既缺乏决策参与的机会,也本能地排斥参

与的可能性,形成政治参与的盲点。

( 5)边缘性的继承性。在社会地位低、收入水平低、受教育水平低和心理边缘性的情况下,农民工

子女也将继承父辈的边缘性特征, 从他们的教育问题上可见一斑。在全国, 处于学龄阶段的民工子女

有240~ 360万人之多,他们中间除了一小部分人有幸走进课堂外,绝大部分处于失学或辍学状态。边

缘性的世代相传,必将造就更大规模的新增的边缘性群体(刘传江、周玲, 2003)。

2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边缘性

社会资本 ( Social Capital)概念是 20世纪 80年代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 经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和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em)等

学者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理论探讨。本文主要关注社会资

本与农民工边缘性地位的形成和城市融合问题。将个体置于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中,考察这些联系

和网络对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活动 ) ) ) 就业 ) ) ) 的具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

体从社会网络和其身处的社会制度中所可能获得的资源。0并把这种资源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

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关系型社会资本) ;另一个层面是个体从制度中可以获得的资源(即契约

型社会资本)。与以往国内外研究中过多关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不同,将社会资本分

解为/社会网络关系0(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源0(契约型社会资本)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211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占有状况

本文在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时, 主要考察农民工个人网络的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的规模或者数

量;二是网络的密度和异质性;三是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在运用/位置生成法0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

本时,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采用了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0的测量指标。在当今中国社会中, 春节拜年

是保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义务,因此, 通过对春节期间与被调查者有过拜年交往的社

会关系的考察, 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经过实际研究的检验,证明这种

测量方法具有相当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的相关数据来自 2004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湖北省江陵、云梦、随州、宜城四县市对 450位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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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农民工所做的问卷调查。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 首先要求被调查的农民工

回答他们在2004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包括电话拜年和登门拜访等)互相拜年的亲属、朋友和其他

熟人各有多少人,这是为了考察农民工所拥有的网络规模或者数量。然后在问卷中列出了 22种职

业,让被调查的农民工分别回答在与其有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和其他熟人中,是否有人属于其中某

一种职业的。职业类型的选择基本参照了边燕杰在/四城市调查0中所使用的分类, 并按照人们对上

述职业类别的评价, 分别给这些职业赋予相应的分数。这些职业基本上涵盖了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主

要职业地位,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网络成员的结构地位的有效指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状况如下:

( 1)网络规模。这里使用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0对农民工的网络规模和数量进行考察。通过问
卷的回答,可以直接将被调查的农民工所提到过的与其有过相互拜年联系的亲属、朋友和其他熟人的

人数加总, 就基本上反映了农民工核心社会网络中成员的数目, 也就是网络规模的大小和数量的多

少。根据调查数据, 得出湖北省四县市农民工网络规模的平均值约为 17,低于武汉市下岗职工网络规

模平均值 21,大大低于四城市居民网络规模平均值 35。

表 1  职业地位得分以及与武汉市和四城市调查的比较

职业类别 职业地位得分 本次调查所占比例 武汉市调查所占比例 四城市调查所占比例

1 科学研究人员 95     112     912     191 4

2 大学教师 91 313 1213 181 4
3 工程技术人员 86 715 2114 321 9

4 法律工作人员 86 315 1216 131 5
5 医生 86 2619 2016 301 1

6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80 815 1512 261 2
7 中小学教师 77 4113 2710 441 6

8 党群组织负责人 73 1610 1010 151 5
9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71 2018 2811 461 1

10 经济业务人员 64 519 4215 341 5
11 会计 58 718 2417 331 4

12 行政办事人员 53 914 2517 431 8
13 民警 52 618 1419 161 1

14 护士 48 912 1510 131 0
15 司机 25 3618 5211 381 9
16 厨师、炊事员 24 3715 1916 121 7

17 产业工人 20 3810 7314 511 0
18 饭店餐馆服务员 11 2214 1811 81 3

19 家庭保姆、钟点工 6 711 813 61 0

  注: ( 1)本次调查涉及的职业类别原来有 22 个,但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 在计算社会资本时只保留了在边燕杰/ 四

城市调查0中出现的 19 个职业类别; ( 2)四城市调查和武汉市调查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赵延东博士

2001年的博士论文5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6。

( 2)网络密度和异质性。网络密度或者异质性代表的是网络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 这里

我们可以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不同角色的成员所占比重来代替它。文献研究发现,以往对中国人

的社会网络研究中, 角色关系与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高度相关, /亲属0之间关系大多较强,

而/朋友0和/熟人0中少数关系较强,大多数关系较弱。而对农民的研究表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以

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业缘等其他关系较弱, 因此我们将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成员的角色主要分为三种

类型: /亲属0、/老乡0和/其他熟人0。/亲属0和/ 老乡0之间的关系大多较强, 而/其他熟人0中少数关
系较强,大部分关系较弱。农民工社会网络中/亲属0和/老乡0关系所占比重, 可以作为反映农民工

/网络密度或者异质性0的指标( Bian, 1997)。网络密度或者异质性越高,说明网络异质性程度越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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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能够带来的资源也越少。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省四县市农民工网络密度为 75119, 高于
武汉市下岗职工网络密度 50115,也大大高于四城市居民网络密度平均值 28136。

(3)网络结构。对于这个指标的考察我们可以通过/春节拜年网0中的地位资源的总量来获得。具体

做法是:首先对职业量表中所列出的 22种职业中的每一种都进行统计,看是否有拜年网中的成员从事了

这种职业。如果一个人都没有,就将该职业赋值为/ 00,如果有人从事该职业,则无论从事人数的多少,均

将此职业取值为/ 10, ¹ 然后将这些取值为/ 10的职业个数加总,就可以得到农民工/拜年网0中的职业个

数;再将这些职业个数的地位得分加起来,即可得到农民工/拜年网0中的职业地位总分。

我们把 19个职业类别按照职业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列, 然后计算出被调查者的社会资本

在每种职业类别中所占的比例, 比例的高低反映的是该职业类别的社会关系给被调查者可能带来的

社会资源的大小。职业类别得分高的, 所占比例越高, 则社会资本结构越好,占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反

之,职业类别得分低的,所占比例越高, 则说明社会资本结构越差,占有的社会资本越少。计算结果显

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情况呈现出结构上的两极分化, 即得分较高的职业类别(如科学研究人员、

大学教师、法律工作人员等)所占比例较低,而得分较低的职业类别(如饭店餐馆服务员、司机、产业工

人等)得分反而很高。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结构不合理。武汉市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占

有情况比我们调查的农民工社会资本占有情况好得多,而四城市调查的城市一般社会居民的社会资

本占有情况比武汉市下岗工人又要好很多。

212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使用状况: 以就业为例

21211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特征

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的就业, 即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临时
工0。非正规就业者包括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者。对于农民工来说,这

两种情况分别指的是:第一,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本身就是非正式的单位或者属于非正规部门; 第二,农

民工所在的单位虽然是正规或者正式单位, 但是他们的工作只是临时性的,与正式职工在收入、福利

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作为城市外来人口主体的农民工, 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 1)从取得工作的途径上来看, 农民工通过熟人介绍取得工作的占我们调查总人数的

8617%, 而没有通过熟人介绍的只占 1313%。( 2)从居住方式来看, 55%的被调查者租住私房或者租

住单位宿舍; 38%的被调查者居住在工棚或居无定所,随工作而动;还有 7%的被调查者采取其他居住

方式(如居住在亲戚老乡家里等)。从居住环境来看, 平均 6129个人居住一个房间(包括工棚和单位

集体宿舍) ,其中在于居住工棚、睡地铺的被调查者比重占到 38%。( 3)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来看,

被调查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614天,也就是说, 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 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 1015
个小时,最长的达到 18个小时。( 4)在工作安全方面, 农民工一般不享有劳动安全保障的环境和条

件。至于社会保险, 被调查者几乎都没有享受过。

表 2  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

工作搜寻时间 频数 百分比

1个星期以内  313  7318
1个月以内 86 2013
1个月以上 22 519
合  计 424 10010

21212  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

对于农民工来说, 在城市里能否顺利找到工作是一个决

定他们去留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工作搜寻时间在一个星期以内的

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7318%,一个月以内的占 2013%,而一个月

以上的仅占 519% (见表 2)。这一结果充分说明,社会资本的

使用大大增加了农民工就业的概率,减少了工作搜寻时间, 节约了时间成本。

¹ 根据林楠( Lin, 1982)的社会资源理论,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网络成员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基本是一样的,因此无论网

络中处于某一职业地位的网络成员数量有多少, 也不能将他们累加计算,而只能算作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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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农民工的求职途径

个人求职和就业途径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继承型、劳动市场继承型、亲友介绍型、社会分配型、个人

谋业型和社会选拔型等几种(袁方, 1992)。现阶段中国城镇劳动者取得职业的四种主要求职和就业

渠道是计划体制渠道、劳务市场渠道、人力资本渠道和社会网络渠道(卢汉龙, 1997)。可见,社会网络

已经成为市场和计划以外的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

目前,农民工找工作的信息来源渠道主要还是以亲朋好友等熟人关系为主,而通过家乡村委会等

政府组织获得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小。吴鹏森( 1998)在安徽省 18个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的结果显

示:农民工进城的组织程度相当原始,绝大部分处于自发的初级组织状态,政府、村集体和民间职业介

绍组织出面进行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所占的比重极小, 只占 6% ,其余 94%都是由农民自发组织通过

熟人带出去的, 并且以/滚雪球0的方式不断传递着。这种自发形成的组织主要建立在地缘关系和血

缘关系的基础之上, 通常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目标、组织章程和组织指挥系统,组

织活动既不正规也缺少制度化程序,具有松散性和临时性特征。

我们将农民工求职可能使用的主要途径归分为单位招工、职业机构介绍和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三

种。前面两种反映了农民工制度化的求职途径,第三种是非制度化的求职途径。我们对 450名农民

工的问卷调查发现, 2311%的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使用过单位招工的途径, 1118%的农民工在求职过
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这种途径,而对社会关系网络途径的使用者占 8617%。¹ 这充分表明了农民
工求助途径主要是一种非制度化的途径,社会资本是他们求职的最主要途径。亲戚介绍(亲缘和血缘

关系)是农民工找到工作的第一位的决定性途径, 占 3713% , 其次是老乡介绍(地缘关系) ,占 3518% ;

第三位的是其他熟人介绍,占 1011%。这三种途径加起来约占 8312%, 充分表明亲缘、地缘和血缘关

系是农民工求职和就业过程中决定性的力量。

214  三缘关系网络型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边缘性

上文分析表明,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集中在以亲缘、地缘和血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0为纽带的

社会关系网络中。从规模上来看,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比一般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差异性, 同时也比城市下岗失业者要低得多, 说明相对于城市下岗失业

者而言,农民工的弱势群体特征更加明显。从密度或者异质性上看, 农民工的网络密度或异质性大大

高于一般城市居民, 也高于城市下岗失业者,说明农民工网络异质性很差, 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质量

较低。从网络结构上看,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情况呈现出结构上的两极分化,即得分较高的职业类

别(如科学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法律工作人员等)所占比例较低,而得分较低的职业类别(如饭店餐馆

服务员、司机、产业工人等)得分反而很高。充分说明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结构不合理。总之,农民工

的社会资本质量较低,异质性较差,网络结构也呈现典型的两极分化。

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的考察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使用在农民工的就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一

方面降低了工作搜寻时间;另一方面为求职者提供了信息来源渠道。但是, 由于农民工占有和使用的

社会资本属于关系型社会资本, 这一类型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地位处于较低层次的人群在求职过程中

最常使用的社会资本,随着社会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和/小政府、大社会0状态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

不断推进,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终究是社会资本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必然会向现代契约型社会资

本转变。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总体匮乏的原因,不仅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和边缘性社会经济地位有

关,与转型时期中国对农民工的相应制度安排不无关系,当然,中国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0社会结

构和非志愿性组织的缺位也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我们就从农民工、政

府、志愿性组织等几个方面来讨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问题。

¹ 我们的问卷设计中包括一部分可多项选择的问题, 回答的累计百分比可能大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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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311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 基于格拉泽模型的分析

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十分相似,所以许多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理论也大体适用于分

析社会资本。我们可以借鉴格拉泽( Glaeser, 2002)的社会资本自我投资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社会资本

被视为财富变量 S ,它在各个时期都带来市场和非市场的效益, 分别用 RM 和RN 表示。

首先列出一个进行社会资本 S 投资的动态法则: S t+ 1= HS t+ I t ,其中 H表示现有社会资本的贬

值率, I 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虽然计量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是衡量社会资本的最理想的工具, 但是

或许例如个体在组织内的成员资格之类的指标也可以作为 S 的代理指标(它们也能被解释为投资的

某种形式)。投资 I 会有时间成本C( I ) (时间机会成本的作用会放大它的影响程度, 用 W 表示)。T

为个体的生命期限, B为个人对未来的贴现率, D为个人离开原住社区的概率(一旦离开, 便失去价

值)。在满足以上假设条件情况下,个体对社会资本投资会达到一个均衡点,即边际私人成本(考虑时

间成本,用进行社会资本投资所需的边际时间量 W乘以Cc( I ) ) ,用公式表示如下:

WCc( I ) = E
T- t

j- 1

B1Dj- 1Hj ( RM + RN ) =
( RM + RN ) BH(1 - ( BDH) T- t

)

1 - BDH

根据条件不同, 个人社会资本投资将会: ( 1)随个人对未来贴现率的提高而上升; ( 2)随个人离开

原住社区的概率的提高而下降; ( 3)随时间机会成本的提高而下降; ( 4)随个人从事职业所需社会技能

的回报的提高而上升; ( 5)随社会资本的贬值率的下降而提高; ( 6)随个体的生命期限的临近终结而下

降。

根据格拉泽模型,农民工要积累社会资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1)尽快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以弥补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本损失。农民工的居住方

式主要是租住私房或者单位集体宿舍, 而且租住的私房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0,这些社区

居住着来自各地的各种身份的人员,既有城市原有郊区城市化了的私房主, 也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

农民工。由于不同身份和经历的人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尽相同,特别是外来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的生活

使他们很难找到归属感。虽然通过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能够在所在城市结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但

是,离开原有的农村社区对于农民工而言本来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损失和关系网络的淡化。真正融

入社区才能够建立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 2)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由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

间存在一定的的相关性, 积累人力资本同时也会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

(3)采取不断维护的方法,避免社会资本的贬值。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 也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贬值, 因此,对社会资本的维护和不断投资是必要的。

312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外部投资: 政府和民间志愿组织的介入

政府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生产社会资本的主要措施包括: ( 1)提高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 实现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有序性; ( 2)建立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制度; ( 3)建立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

障制度( 4)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提供有保障的制度环境; ( 5)制定相应法

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 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还可以避免因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负

外部性而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例如, 国家可以通过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

财产权和公共安全, 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由于城市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城市社会治安问题显

得十分突出。如果人们走在街上都要为自己的生命担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会进行交往或相互照顾。

因此,国家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政策以及对犯罪团伙的打击力度将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产

生直接影响。在公共互动和财产权方面有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那么信任完全可能通过理性个体

的重复互动而自然产生。

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积累还与民间志愿性组织的行为紧密相联(纽顿, 2000)。中国是缺乏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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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组织的社会, 社会协调呈/哑铃型0 ) ) ) 一端是强大的政府,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 独缺中

间组织。中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圈, 家族以外缺乏信任, 使无关系的人很难组成社团或组

织,与日本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建立志愿性中间组织,如工会、协会、互助会, 沟通个

人、家庭、企业、政府的关系, 把整个社会连为一体十分必要。民间志愿组织可以突破狭隘的家族意

识,培养参与意识,让人们从家庭里走出来,融入社会。民间志愿组织要突出其自愿性,政府在志愿组

织中可起协调作用, 但不能让政府意愿转移至民间组织, 使其失去独立性, 从而起不到加强社会资本

的作用。

313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开原居地半年以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

工市民化不仅包涵了农民工的户籍变动(由农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 , 产业转换(由农业转向非农产

业)和地域转移(由农村社区转向城市社区)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生活观念、思想方式、行为习惯、社会

组织形态的转化,由农民工转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工市民

化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传统农民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过程,

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而且对整个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起着诸多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 1)推进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尽快实现户籍与福利的彻底脱钩,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 ( 2)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 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 ( 3)提供有利于农民工与城市进

行互动和交往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 ( 4)实现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由内聚式团体网络向开放式团体

网络的转变,通过与城市居民建立联系和网络获得新的信息,发现新的资源,找到新的机会,在原本分

离和分割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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